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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化转型是国家发展战略,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其对创新的作用机制与绩效问题一直是个黑箱。 建立

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数字化转型测度基础上,从其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效应维度对其进行综合评估,以客

观评估中国数字化转型。 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全方位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

转型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的判断标准在于其贡献变化和投入上;中国

数字化转型发展较快并且地区差距在不断缩小;数字化转型具有技术创新效应但无管理创新效应,目前尚在起

步期;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其发展初期可能会出现;客观评价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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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 manage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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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its performance has been a black box. In this paper, a new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is established to objectively

assess Chin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its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dimensions

in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asurement. Taking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 as an

example, an all-round analysis is conducted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judged by its contribution to change and input; China’ 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developing fast and the regional gap is narrow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bu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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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nnovation effect, and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y appear in its early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s industr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high-tech industry; new solow’s paradox; management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

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量。 数字化转型加速企业间知识溢出进而促进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1 - 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近年来,以元宇宙、大数据、人工智能、5G 通信、物
联网等为主要代表的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成为

产业数字化的重要驱动力量。 我国数字化转型发

展迅速,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

布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021)》,截至 2021
年 12 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 130. 9,同比增

长 15. 3% 。 一级指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
字化治理指数分别为 55. 8、62. 6 和 12. 5,分别同

比增长 28. 3% 、3. 8%和 23. 8% 。 根据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
年)》,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 5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6. 2% ,占 GDP 比重达到 39. 8% 。
在数字化转型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少数

据和经验事实佐证其存在问题。 根据《2021 埃森

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2021 年中国数字

化转型指数只有 54 分,转型成功领军企业的比例

只有 16% 。 在数字基础设施和关键核心技术方

面,中国在高端芯片、智能传感器、智能仪表、基础

软件、开发工具、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等领

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研究认为中国

制造业企业存在着 “不想转型”“不能转型”“不会

转型”三重困境[3]。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根据中国

工业与信息化部数据,截至 2021 年年末,全国企业

的数量达到 4 842 万户,其中 99%以上都是中小企

业,中小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全部企业从业人数的

比例达到 80% 。 在数字化转型中中小企业普遍存

在基础薄弱、认知不足、障碍较大等问题,不同类

型的中小企业差异显著,增加了数字化转型的

难度[4]。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管

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上,从这两个角度分析其绩效

有利于全面客观评估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从

广义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作用机制,一
方面就是促进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就是管理创新,
包括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商业模式、生产运营等

领域的再造与优化。 Nadkarni 等[5] 指出数字技术

带来创新创业、商业模式和组织结构的变化。 Yoo
等[6]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将物理组件和数字组件进

行整合以产生新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过

程。 Setzke[7]提出传统产业需要拥抱数字技术,并
集成到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工作模式中。 吴继

英等[8]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的影响。 此外,还有研究讨论数字化转型的产业

融合问题[9 - 10]。
宏观数字化转型的繁荣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

字化转型困难是一对矛盾,必须找到其中的原因

并进行解释。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传统中小

企业生存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评价数字

化转型的绩效就十分重要。 数字化转型包括产业

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前者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后者则主要是相关信息技术产业发展[11]。
评价数字化转型的绩效应主要从其对传统产业的

影响角度,不能光看数字产业的发展。 因此,区域

宏观层面从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角度评估数字化

转型的作用机制,并比较其绩效,分析不同数字化

转型阶段其绩效的演变特征和规律,剖析其中存

在的问题。 在理论上可以推进国家创新系统与数

字化转型理论,在实践中有利于排除数字化转型

中可能存在的泡沫,更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健

康发展。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从理论分析的角

度提出了一种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客观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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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高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宏观

层面以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全面分析比较数字化转

型的绩效,进而对中国数字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估,
检验是否存在数字化转型的“新索罗悖论”。 具体

来说,就是用高技术产业传统产品销售额作为管

理创新的目标绩效变量,用新产品销售额作为技

术创新的目标绩效变量,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数

字化转型的绩效。
一、理论分析

(一)数字化转型的界定

关于数字化化转型的界定,由于研究问题和

研究对象不同,不同学者的界定并不统一。 一种

观点集中在传统的信息技术,或者对信息技术并

没有细分。 Tobias 等[12] 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建立

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变革,引领价值创造、业务

流程和企业运营的独特变化。 Gurbaxani 等[13] 界

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的创新过程,
通过重塑企业愿景、战略、 能力和文化、组织结构

和流程,以适应高度变化的环境。 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当今社会,数字化转型必须具有时代感,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相关。 Vial[14]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始更

加广泛地改变社会组织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

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性技术的组合,触发实体机

构和企业发生重大特性改进的过程。 Valdez[15] 将
智能嵌入式设备、移动穿戴、社交媒体等新的数字化

技术引入社会环境和工商企业中,拓展了数字化转

型的范围。 Hess 等[16]认为数字化转型必须依托于

新一代数字技术,尽管目前对于数字技术的范畴依

然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
为了和传统的企业 ERP、企业信息化、企业信

息能力、数字化、信息资源建设等加以区别,同时

提高研究的时效性,本文将数字化转型中的信息

技术界定为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诸多元素,包括

但不限于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数据、5G 通信、区块

链、物联网等等。
(二)数字化转型的分类体系及其对创新的作

用机制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分为管理创新与技术

创新,管理创新是指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对企业战

略管理、商业模式、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生产运营

带来的变革;技术创新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创新

信息、组织学习、知识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协同创新变革。 管理创新的绩效体现主要在传统

产品上,对于传统产品生产经营而言,尽管企业可

能存在技术创新,但主要是进行技术支持和技术

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是管理创新而非技

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绩效主要体现在新产品上,
大量研究甚至直接用新产品销售额作为技术创新

绩效的替代变量[17]。 这样,通过这个理论框架就

可以比较数字化转型的绩效(见图 1)。

图 1　 数字化转型分类及其作用机制

1. 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的作用机制

战略管理:首先,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战

略;其次,数字化转型会给企业战略决策带来重大

影响。 Westerman 等[18] 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

利用技术彻底改变运营效率和经营业绩,为公司

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商业模式:根源于信息革命对商业模式的影

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商业模式创新比比皆是,大
批独角兽企业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

中获益。 张振刚等[19]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商业

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知识管理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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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挥中介作用。
组织结构: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改善组织

结构[20]。 Karimi 等[21] 认为公司必须基于数字化

转型以实现组织变革和重大业务改进,以保持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改善甚至

重组业务流程,Singh 等[22]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利

用数字技术统筹企业业务流程和数字化活动的战

略安排。
生产运营: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企业内

部产品生产和外部的供应链。 从生产改进角度,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而言,人工智能、物联网以

及大数据分析等诸多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能够优

化企业内部各阶段的生产制造,推动企业向智能

化、自动化生产模式变革[23 - 24]。
2. 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创新信息:数字化转型可以方便企业获取各

种与创新相关的市场信息、产品信息、用户参与信

息等,从而改进技术,更好地进行技术创新。 Rialti
等[25]认为企业根据业务需求,引入以大数据、云计

算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工具时,便可以持续地扫

描、捕捉、分析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迅速获取创

新机会。 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消费者也能通过虚

拟环境参与产品概念设计、产品构思、产品改进等

相关价值创造活动。
组织学习:数字化转型能够加强企业创新团

队的学习能力,从而对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Tan
等[26]研究表明,当企业拥有很好的大数据处理和

分析能力时,能够加强组织学习能力,有助于企业

组织创新活动,开发新产品。
知识共享: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内部成

员之间进行知识共享,同时也有助于获取外部的

相关知识,从而有助于技术创新。 Grant 等[27]认为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显性和隐性知识或技

术共享的能力。 Cong 等[28] 认为大量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有利于加强企业信息网络空间的耦合关

联,降低隐性知识的不可编译性,推动数据要素转

化为无限重复使用的新知识。
降低成本: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对创新资

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降低研发成本。 赵宸宇

等[29]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

构、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提高效率: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

效率,保证良好的企业创新产出投入比。 Lyytinen
等[30]实证指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优化创新

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创新效率。 王慧等[31] 认为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强化组织韧性并提升

创新效率。
协同创新:数字化转型方便企业进行产学研

合作,联合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各种资源进行协同

创新。 赵婷婷等[32] 实证研究发现,对制造企业而

言,数字化转型对协同创新和模仿创新的作用大

于独立创新。 安同良等[33]实证发现数字化转型通

过实现开放式网络化协同创新、引致组织管理创

新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
3. 基于市场机制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检验

对于数字化转型绩效的评估,不能光看数字

化转型本身,其终极判断标准是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产品与服务被市场接受的程度。 Ketels 等[34] 指

出企业能利用数字要素增强产品功能,提高实物

商品的价值。 Brynjolfsson 等[35]认为数字化转型有

利于保障产品质量和提高企业生产率,使企业变

得更加强大且更具有变革性。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产新

产品。 当然,即使生产传统产品,并不代表企业不

进行创新,企业仍然需要不断地进行研发、改进,
以使得传统产品更加稳定,性能更好。 因此,通常

情况下,传统产品的销售代表了企业以管理创新

为主的成果,而新产品销售代表了企业以技术创

新为主的成果。 这样通过比较数字化转型对传统

产品与新产品贡献的弹性,就可以更好地评估数

字化转型的作用和发展阶段。
(三)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及其贡献演变

1. 微观企业层面的分析

基于面向终极市场接受法则,根据生命周期

曲线的特点,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分为起步期、成
长期、成熟期、稳定期 4 个阶段(见图 2)。 划分为

这 4 个阶段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评估企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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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的发展状况,避免出现泡沫或妄自菲薄,从
而更好地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1)第一阶段:数字化转型的起步期

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首要任

务就是商业模式创新与生产运营改进,因为这部

分工作的阻力相对较小,成效比较显著,容易推

进。 通常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传统产品的

绩效显著。 待积累经验后,再逐渐过渡到战略管

理、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结构优化,这部分工作阻

力较大,绩效不太容易体现,实施困难较大。 在这

个阶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传统产品的贡献不高,
甚至不相关。

图 2　 数字化转型发展阶段

企业在尝试基于数字化转型进行管理创新同

时,也会尝试进行技术创新。 相对管理创新而言,
企业技术创新团队的人员规模总体较少,文化素

质较高,管理相对容易,所以容易推进,通常情况

下数字化转型往往容易取得较好的创新绩效。 但

是根据动态能力理论,新技术的引入以及由此引

发的企业创新行为必须以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为支

撑,动态能力理论是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可

缺少的视角[36]。 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高,
创新能力也不强,两者不能进行很好匹配,那数字

化转型也无法发挥对创新的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起步期,数

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创新(Management Inonovation,
MI)或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TI)的弹性

要么都不显著,要么部分显著。 在此阶段,数字化转

型的投入缓慢增长。
(2)第二阶段:数字化转型的成长期

在数字化转型的成长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已

经取得较好的管理绩效,并且对创新的作用也比

较显著,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绩效良好。 从数字化

转型投入看,此阶段是数字化转型投入最高的

阶段。
(3)第三阶段:数字化转型的成熟期

企业到达该阶段,数字化转型已经接近完成,
取得较好绩效,无论数字化转型的管理绩效还是

创新绩效均较好。 从投入看,此阶段对数字化转

型的投入开始稳步下降。
(4)第四阶段:数字化转型的稳定期

在此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基本完成,无论其

管理绩效还是创新绩效良好。 从投入看,数字化

转型投入开始快速下降并到达一定阈值后稳定,
投入主要用于维持数字化转型相关系统的正常

运营。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没有终点,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更新的信息技术不断涌现,企业必

须随时关注这种变化,不断地将其融入到数字化

转型中,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更新换代。
2. 宏观区域与产业层面的数字化化转型评估

标准

以上是微观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如果立足

宏观从区域或产业层面分析,区域或产业层面的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划分一样可以参照以上方

法进行区分,由于一般难以获取数字化转型的投

入数据,所以可以结合总体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和

贡献进行以下的划分。
起步期:区域或产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低,对管

理创新或技术创新绩效不显著或部分显著。
成长期:区域或产业数字化水平具有一定基

础,对管理创新或技术创新绩效显著。
成熟期:区域或产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有

许多示范性企业,一般企业也能因地制宜进行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或技术创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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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
稳定期:区域或产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很高,数

字化转型接近完成。 中小企业已经深度融入,数
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或技术创新绩效有所下降。
此外,多数企业能够及时追踪最新信息技术,探索

其管理价值与创新价值。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数字化转型可能

处在起步期或成长期,毕竟有很多头部企业,中国

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公

认的。 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贡献,

其弹性系数为正。
H2: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贡献,

其弹性系数为正。
(四)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非

线性效应

无论技术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数字化转型的

绩效正常是非线性的,线性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情

况。 以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绩效为例,数字化

转型的绩效受创新规模、创新成果、数字化转型自

身等因素的影响。 当数字化转型处在成长期时,
由于其作用空间较大,因此其弹性是递增的;当数

字化转型处在起步期或成熟期时,其绩效是随着

数字化转型自身、创新规模、创新成果等递减的。
由于我国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水平还不高,为此提

出如下假设:
H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弹性具有

数字化转型门槛,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数字化转

型对技术创新的弹性越低。
H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弹性具有

创新绩效门槛,创新绩效越大,数字化转型对技术

创新的弹性越低。
类似地,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同样表现为

非线性效应,当然这种非线性存在的前提条件是

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的线性弹性必须是显著

的。 从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的作用来看,目前

我国多数企业基本已经完成了管理信息化,但是

从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结构优化、商务模式创新

来看,这方面普遍水平不高。 数字化转型的管理

创新还处在相对不高的水平,为此提出如下

假设:
H5: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弹性具有

数字化转型门槛,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数字化转

型对管理创新的弹性越低。
H6: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弹性具有

管理绩效门槛,管理绩效越大,数字化转型对管理

创新的弹性越低。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基于近年来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

信息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重点研究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的数字化转型的绩效。 首

先,对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比较其对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绩效,并进行稳

健性检验;然后,基于面板门槛模型,比较数字化

转型的作用规律、作用特征、存在问题,进而对中

国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水平进行评估;最后,进行

讨论。
(一)数字化转型的测度

区域数字化转型水平是本文的重要解释变

量,首先要对其进行测度。 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数

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数量进行测度是不合适的。
首先,上市公司年报是规范文件,可能存在“越不

行、越强调”的现象,真正已经数字化转型成功的

公司根本不会强调所谓的关键词;其次,由于竞

争,上市公司年报可能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如果数字化转型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可
能不会强调太多;再次,关键词数量与数字化转型

水平并不必然具有正相关关系,某些公司的数字

化转型可能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即使水平较高,但
关键词不一定太多。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信息

中心的评价体系,建立区域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
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用户、数字化产业、数字化

应用 4 个维度,选取 15 个指标进行测度,权重采用

专家赋权法(见表 1)。 这些指标数据均为统计年

鉴省际数据,测度数字化转型拥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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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数字化基础
0. 2

每平方公里光缆长度(km / km2) 0. 40
人均 IPv4 地址数(个 / 人) 0. 15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个 / 人) 0. 20
人均域名数(个 / 万人) 0. 25

数字化用户
0. 2

互联网普及率(% ) 0. 25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人 / 万人) 0. 30
人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人 / 户) 0. 30
电话普及率(部 / 百人) 0. 15

数字化产业
0. 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比重(% ) 0. 30

人均软件业务收入(元 / 人) 0. 20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元 / 人) 0. 30
人均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元 / 人) 0. 20

数字化应用
0. 25

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台) 0. 30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个) 0. 30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比重(% ) 0. 40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测度,一般不宜采用客观

赋权法,因为诸如熵权法、因子分析等客观赋权法

无法保证某些关键指标的重要性。 比如作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体现,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权重

肯定比固定电话高,5G 时代网络基础设置的重要

性肯定超过 IPv4,目前没有哪种客观赋权法可以

做到这一点。
(二)基本方程与面板数据模型

用高技术企业新产品销售额作为数字化转型

对技术创新终极绩效的判断依据,用企业营业收

入减去新产品销售额得到传统产品销售额作为数

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终极绩效的判断依据,建立

如下两个基本方程:
log(Y1) = c0 + c1 log(DT) + c2 log(NF) +

c3 log(NP) + c4 log(P) (1)
log(Y2) = d0 + d1 log(DT) + d2 log(F) +

d3 log(L) (2)
式(1)、式(2)中,Y1、Y2分别表示新产品销售

收入、传统产品销售收入;DT 表示数字化转型;NF
表示新产品开发经费;NP 表示新产品开发项目

数、P 表示专利存量,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F 表示

企业数;L 表示就业人员数;ci、di表示回归系数。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在这个模型中

的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差分可以弥补遗失重要变量

的不足,面板数据模型的总体估计效果较好。 为

了防止变量的内生性产生的影响,本文采用系统

广义矩法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采用各自变量的相

应滞后项。
此外考虑到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均有一定时

间的滞后,经综合各方因素后确定滞后期为 1 年,
这样工具变量的滞后期实际为 2 年。

门槛回归模型由 Hansen[37] 提出,目前应用非

常广泛。 它研究门槛变量处在不同水平时,核心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特征和规律。 以数

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效应为例,新产品销售额

作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数

字化转型作为门槛变量,这样可以更好地判断高

技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假设数字化转

型有 2 个门槛,其自然对数值分别为 m1、m2。
log(Y1) log(DT)≤m1

= d10 + α1 log(DT) +

d12 log(NF) + d13 log(NP) + d14 log(P)

log(Y1) m1 < log(DT)≤m2
= d20 + α2 log(DT) +

d22 log(NF) + d23 log(NP) + d24 log(P)

log(Y1) log(DT) > m2
= d30 + α3 log(DT) +

d32 log(NF) + d33 log(NP) + d34 log(P)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3)
m1、m2两个门槛值将数字化转型分为低、中、

高三种水平。 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数字化转

型对新产品销售额的弹性为 α1;数字化转型水平

中等时,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销售额的弹性为 α2;
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销

售额的弹性为 α3。 至于其他门槛回归,原理大同

小异,此处不再赘述。
(三)变量与数据来源

(1)因变量:因变量共有两个,采用新产品销

售收入作为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目标变

量[38 - 39],采用传统产品销售额作为数字化转型管

理创新绩效的目标变量,传统产品销售额为企业

营业收入减去新产品销售额。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

验,采用有研发活动企业数、没有研发活动企业数

分别作为技术创新绩效、管理创新绩效的替代变

量,前者肯定有技术创新,而后者几乎没有技术创

新,数据来自省际高技术企业的所有规模以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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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样本统计,拥有较好的代表性。
(2)核心解释变量:包括数字化转型,采用数

字化转型指数表示。
(3)控制变量:在新产品销售收入方程中,控

制变量新产品开发经费、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企业

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在传统产品销售收入方程中,
包括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数、企业从业人员。

(4)工具变量:借鉴 Blundell[40] 的研究,工具

变量选取各自变量的相应 1 阶滞后项,以减少估计

时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以及国家统计局官网,由于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4 地缺失数据较多,将其删除。 由于测度变量太

多,平衡面板数据难以获取,加上数字化转型水平

测度,所以不能采用非平衡面板。 为了研究数据

时间窗口一致,选取 2014—2021 年共 8 年的数据

进行分析,实际数据为 2013—2020 年的数据,变量

的描述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平均值 极大值 极小值 标准差

新产品销售收入 Y1(亿元) 1 739. 49 23 358. 38 3. 97 3 475. 91

传统产品销售收入 Y2(亿元) 3 724. 34 26 826. 12 108. 02 5 287. 19

数字化转型指数 DT 0. 50 0. 90 0. 31 0. 13

新产品开发经费 NF(万元) 1 482 444. 00 23 480 625. 00 17 413. 60 3 089 136. 00

新产品开发项目 NP(个) 4 372. 10 52 855. 00 94. 00 6 992. 50

有效发明专利 P(个) 11 695. 90 271 200. 00 16. 00 33 585. 24

企业数 F(个) 1 185. 18 10 670. 00 49. 00 1 656. 94

从业人员数 L(万人) 490 743. 80 4 015 335. 00 16 200. 00 796 647. 10

有研发活动企业数 Z1 576. 04 6 066. 00 20. 00 891. 12

无研发活动企业数 Z2 609. 11 4 604. 00 10. 00 825. 89
数据数量 n 8 × 27 = 216

三、实证结果

(一)地区数字化转型指数及动态变化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采用 sigmoid 函

数标准化,再进行加权汇总,得到每年各省市数字

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计算全国每年的数字化

转型指数。 为了进一步反映我国全国数字化转型

的发展情况,进一步采用集中度 CR4 和 CR8 计算

出数字化转型的地区差距。 CR4 是水平最高的 4
个省市占全国的比重,CR8 是水平最高的 8 个省

市占全国的比重。 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情况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均值 0. 387 0. 419 0. 458 0. 485 0. 507 0. 548 0. 584 0. 609
CR4 0. 200 0. 200 0. 197 0. 190 0. 189 0. 184 0. 179 0. 176
CR8 0. 352 0. 351 0. 349 0. 340 0. 340 0. 332 0. 327 0. 321

近年来(2013—2020 年),中国数字化转型水

平处于稳步增长状态,平均年增长率为 6. 69% ,但
是直到 2020 年,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平均值才达到

0. 609,刚刚及格。 采用 sigmoid 函数标准化后加权

汇总的评价值具有百分制评价的特点,说明我国

数字化转型水平尚处在发展阶段,总体水平还不

够。 从地区差距看,无论是集中度 CR4 还是 CR8,
均处于缓慢降低状态,说明数字化转型的地区差

距在不断缩小,值得肯定。
(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1. 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回归结果

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

响。 由于面板数据只有短短 7 年,所以暂不考虑其

平稳性问题。 多重共线性检验也表明,变量之间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系数均小于

10。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进行

回归,这个结果也有效地解决了可能存在的遗失

重要变量问题,因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通过

差分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结果如表 4 所示,模
型的拟合优度为 0. 988,效果良好。 数字化转型对

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弹性系数为 1. 099,通过了统计

检验;新产品开发经费的弹性系数为 0. 224,新产

品开发项目数的弹性系数为 0. 143,均通过统计检

验。 但有效发明专利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这样

表 4　 技术创新回归结果
变量 含义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C 常数
2. 223∗

(1. 675)
- 4. 099∗∗∗

( - 3. 831)

log(DT) 数字化转型
1. 099∗∗∗

(3. 562)
0. 087

(0. 233)

log(NF) 新产品开发经费
0. 224∗∗

(2. 230)
0. 502∗∗∗

(4. 309)

log(NP)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0. 143∗∗

(2. 492)
0. 326∗∗∗

(3. 048)

log(P) 有效发明专利数
0. 112

(1. 557)
0. 182∗

(1. 795)
hausman - 26. 321 -

p - 0. 000 -
R2 - 0. 988 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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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1 就通过了统计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

新成效显著。
2.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产品销售收入回归结果

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产业管理创新绩效

的影响。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同样应采用固定

效应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

为 0. 989,效果良好。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产品销售

收入的弹性系数为 - 0. 028,但没有通过统计检

验。 企业数的弹性系数为 0. 445,从业人员的弹性

系数为 0. 657,均通过统计检验。 这样假设 H2 就

没有得到验证,数字化转型与高技术企业管理创

新无关。
表 5　 管理创新回归结果

变量 含义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C 常数
- 3. 449∗∗∗

( - 2. 635)
- 4. 156∗∗∗

( - 6. 347)

log(DT) 数字化转型
- 0. 028

( - 0. 238)
0. 037

(0. 314)

log(F) 企业数
0. 445∗∗∗

(3. 635)
0. 141

(1. 261)

log(L) 从业人员数
0. 657∗∗∗

(5. 243)
0. 876∗∗∗

(8. 596)
hausman - 9. 105 -

p - 0. 028 -
R2 - 0. 989 0. 764

(三)稳健性检验

1. 数字化转型对有研发活动企业数的稳健性

检验

用有研发活动企业数量作为数字化转型技术创

新绩效目标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结果如

表 6 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 995,效果良好。
数字化转型对研发企业数的弹性系数为 1. 305,

表 6　 有研发活动企业数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含义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C 常数
2. 927∗∗∗

(6. 124)
- 1. 399∗∗∗

( - 3. 119)

log(DT) 数字化转型
1. 305∗∗∗

(11. 025)
0. 293∗

(1. 951)

log(NF) 新产品开发经费
0. 250∗∗∗

(7. 316)
0. 384∗∗∗

(8. 395)

log(NP)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0. 141∗∗∗

(4. 747)
0. 213∗∗∗

(5. 164)

log(P) 有效发明专利数
- 0. 082∗∗∗

( - 3. 018)
0. 081∗∗

(2. 044)
hausman - 91. 897 -

p - 0. 000 -
R2 - 0. 995 0. 787

通过了统计检验。 新产品开发经费的弹性系数为

0. 250,新产品开发项目数的弹性系数为 0. 141,均
通过统计检验;有效发明专利数的弹性系数为

- 0. 082,也通过了统计检验。 这项研究结论进一

步验证了假设 H1,说明研究是稳健的。
2. 数字化转型对无研发活动企业数的稳健性

检验

用无研发活动企业数作为数字化转型对管

理创 新 目 标 的 替 代 变 量 进 行 稳 健 性 检 验。
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随机效应进行估

计,结果如表 7 所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 868,
效果良好。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产品销售收入的

弹性系数为 - 0. 627,通过了统计检验;企业数的

弹性 系 数 为 0. 895, 从 业 人 员 的 弹 性 系 数 为

0. 112,均通过统计检验。 这样假设 H2 同样是不

成立的,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企业管理创新具有

负向影响。
表 7　 无研发活动企业数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含义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C 常数
- 1. 774∗∗∗

( - 4. 167)
- 0. 200

( - 0. 292)

log(DT) 数字化转型
- 0. 627∗∗∗

( - 8. 141)
- 0. 591∗∗∗

( - 8. 116)

log(F) 企业数
0. 895∗∗∗

(12. 240)
0. 748∗∗∗

(9. 657)

log(L) 从业人员数
0. 112∗

(1. 670)
0. 063

(0. 874)

hausman - 5. 422 -

p - 0. 143 -

R2 - 0. 868 0. 994

(四)数字化转型的非线性效应估计

1. 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估计

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

化转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分别以数字化转

型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

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数字化转型门槛检验显

示,其单门槛效应显著,双门槛效应并不显著,所
以基于单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数字化转型的对数

门槛值为 - 1. 029,将数字化转型水平分为低水

平和高水平。 从数据数量看,处于低水平的数据

为 24,高水平的数据为 165,大部分数据处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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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高水平状态。 当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数
字化转型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弹性为 1. 377;当数

字化水平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

弹性为 1. 022,有所降低。 这样,假设 H3 就得到了

检验。
表 8　 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绩效门槛估计

变量
数字化转型门槛

回归结果
变量

新产品销售收入门槛

回归结果

log(DT) 1. 377∗∗∗

(2. 522)
log(DT) 2. 197∗∗∗

(4. 617)

log(DT) 1. 022∗

(1. 823)
log(DT) 1. 322∗∗∗

(3. 017)

- log(DT) 0. 746∗

(1. 930)

log(NF) 0. 250
(1. 590) log(NF) 0. 344∗∗∗

(3. 169)

log(NP) 0. 323
(3. 699) log(NP) 0. 211∗∗

(2. 437)

log(P) - 0. 043
( - 0. 341) log(P) - 0. 142

( - 1. 261)

门槛检验 14. 521∗∗∗ 门槛检验
75. 658∗∗∗ /
26. 441∗∗∗

log(DT)
门槛值

- 1. 029
log(Y1)
门槛值

4. 319 / 7. 117

数据数量 24 / 165 数据数量 28 / 91 / 70

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效应随着数字化水平

的提高而较低,主要原因是数字化水平还不高,所
以其作用难以持续增加,加上中国地区数字化水

平差距逐渐缩小,也缓解了其作用效果,某种程度

上讲,地区数字化转型差距缩小也是数字化转型

水平不高的导致,如果数字化水平较高,在某个特

定时间内地区差距会拉大。
从新产品销售收入门槛看,共有两个门槛,对

数门槛值为 4. 319 和 7. 117,将新产品销售收入分

为低、中、高 3 个水平,数字化转型的弹性分别为

2. 197、1. 322、0. 746,同样处在不断降低的状态,数
字化转型对低水平技术创新的贡献更大,而对高

水平技术创新的贡献较小,这样假设 H4 就得到了

检验。
2. 关于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创新的非线性效应

问题

由于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创新绩效无关,并且

稳健性检验是通过的,因此研究数字化转型与管

理创新的非线性关系没有意义,这样假设 H5 和假

设 H6 也无法进一步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 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管理创新与

技术创新

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转型

的作用机制分为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体现在数字化转型给战略管理、商业模式、组织

结构、业务流程、生产运营等带来的变革,技术创

新体现在数字化转型给创新信息、组织学习、知
识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协同创新等带来的

变革。
2. 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的判断标准在于其贡

献变化和投入上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分为起步期、成长期、成熟

期、稳定器 4 个阶段,且提出了 4 个阶段的判断标

准,主要看其对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贡献是否

显著、数字化转型投入变化、数字化转型作用弹性

变化等。 这种分类不仅对微观企业层面有效,而
且宏观区域或产业层面也可以借鉴。

3. 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较快并且地区差距在

不断缩小

近年来,中国省际地区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平

均水平逐年增加,并且地区差距在不断缩小,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转

型水平有高有低,从宏观层面测度的数字化转型

水平“难度系数”相对不高,因此不能被这种表象

所影响,目前中国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存在一定的

泡沫。
4. 中国数字化转型具有技术创新效应但无管

理创新效应,目前尚在起步期

2020 年,中国数字化转型指数刚刚及格。 面

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代表技术

创新的新产品销售收入的贡献显著,但对代表管

理创新的传统产品销售收入贡献不显著,稳健性

检验表明,这个结论是稳健的。 此外,数字化转型

对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弹性表现为递减效应,即随

着新产品销售收入或数字化转型的提高,数字化

转型的弹性在下降。 主要原因就是数字化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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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以其作用缺乏后劲,难以有效促进技术创

新。 从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迄今,仅仅基础设施

投入已经超过数十万亿,数字化转型投入巨大,但
其主要体现在管理创新,而技术创新绩效并不显

著,因此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存在“新索

洛悖论”,尚处在起步期。
(二)几点讨论

1. 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其发展初期

可能会出现

从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管理创新效

应来看,一般认为,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创新效应更

早会出现,并且影响范围较广,这是由于管理创新

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数字化

转型涉及到的管理变革难度较大,风险较高,成效

难以显著。 相对管理创新而言,技术创新尽管也

比较困难,但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人员素质相对

较高,阻力也相对较小,因而容易取得成绩。 本文

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个结论,其管理启示是,在企业

的技术创新中,应加强数字化转型的推广应用。
对部分企业而言,以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带动

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创新,未尝不是一条可以尝试

的崭新路径。
2. 客观评价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段

非常重要

客观评价中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阶

段,对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

不能被少数企业、少数领域取得的成就所迷惑。
目前,各种研究报告对中国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持

肯定态度,其实其中存在不少泡沫,一定要重视

“新索洛悖论问题”。 本文设计的研究理论框架认

为,不能就数字化转型评价数字化转型,而应该看

其效果。 从这个角度,本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也
是其重要贡献。 不采用规范的经济计量分析手

段,简单采用数据统计分析是无法评估数字化转

型的发展水平的,数字产业化本身不管发展多快,
产业数字化才是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部分。

3. 中国数字化转型水平被高估了

首先,从数字化转型测度来看,由于数据来源

限制,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指标较少,数字化转

型测度所体现的“难度”不够。 其次,本文基于高

技术产业数据进行的实证,中国高技术产业是发

展相对较好的企业,如果以中小企业为主进行研

究,数字化转型水平可能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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